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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近现代译家及其译学思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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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方文华撰著的《２０世纪中国翻译史》一书从时间顺序纵向叙述了２０世纪
我国清末民初时期、民国时期和建国后的翻译活动，从翻译理论及其代表译者的经典译作横向的阐述了我国五四前后的

翻译概况。该书旨在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特点帮助广大外语学子了解并把握我国２０世纪翻译的历史。该书是唯一的
一部叙述我国２０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为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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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文华教授将清末民初时期的梁启超、严复及林纾
称为当时的“译坛三杰”，他们无论在译作类型或翻译观

念上都大有建树，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划时代的贡

献。“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和茅盾不但在文学上熠熠

生辉，在翻译界也成就非凡。该书为再现译者的风格，在

不同章节中提供其译作片段但不妄加评论由读者裁定优

劣，并且大量录用翻译名家的译学言论，为广大翻译理论

研究者提供立论的依据，同时反映了我国近１００年来翻译
工作者的努力和中国翻译事业的飞速演进。

１　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等爱国志士渴

望接收新的文化、思想观念，他们不满于现状，挑战旧的

传统观念与文化。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都在发生

了巨大变化，翻译界也顺应潮流大量翻译了西方的文化

知识，强有力的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国翻译史上

的一个新纪元。梁启超、严复和林纾并称为译界“三杰”，

改造了当时中国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留下了许多不朽的

翻译作品。这一时期大量外国诗歌、小说和戏剧涌入中

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同时，由于广大

译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也在西方广泛传播。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和翻

译理论家，他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对当时我

国的翻译做出了杰出贡献［１］。梁启超在上海南京路创建

大同译书局，宗旨为“本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来

变法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

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

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梁启超把

当时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了外国小说《世界末日记》《十

五小豪杰》《俄皇宫之人鬼》《佳人奇遇》。梁启超在翻译

这几部小说时用得都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具有很强的

文学感染力，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

超对翻译做大的贡献就是从一定高度上引导翻译的潮

流。他要求译者首先必须慎重选择所译之书，其次要遵

循翻译的规则，特别是必须统一译名，再次是要重视翻译

人才的培养。他对我国佛经的翻译也非常重视，进行过

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有许多新的发现。

严复曾留学英国，回国后担任过京师大学堂附设的

译书局总办及北京大学校长，有着非凡的人生及见识［２］。

严复对中国翻译事业上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将赫胥黎的

《进化与伦理学》翻译过来，名为《天演论》。他的《天演

论》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翻译而并非忠实的译本。

他对外国思想的介绍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而并非

生搬硬套。《天演论》以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优胜

劣汰”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激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爱

国热情，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后来的救亡运动做了

一次社会总动员，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

影响。严复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

“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

中明确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

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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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立减。’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

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

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

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提出的“信、达、雅”

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巨大

影响。后来的译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用这一标准来衡

量自己的翻译，无一不受到这一标准的制约。

林纾不懂外文，然而他却传奇的走上了翻译的道路，

成为了译坛泰斗［３］。其译作数量惊人，硕果累累，如《迦

茵小传》《孝女耐儿传》（现译《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

（现译《大卫·科波菲尔》）《贼史》（现译《雾都孤儿》）

等。他以酣畅优美的译笔开创了我国翻译事业繁荣的局

面，在他的带动下，翻译队伍日益壮大，促进了我国翻译

事业的发展。当时国人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了解了西

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因此，林

译小说风靡一时。林纾与别人合作译书，《巴黎茶花女遗

事》一经问事，便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读者将此书誉为外

国的《红楼梦》。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想到

婚姻自由，从而觉悟到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反封建。

《茶花女》给沉闷的封建制中国带来了新的观念，激发了

世人变革的热情。《黑奴吁天录》（现译《汤姆叔叔的小

屋》）是林纾的另一大译著。此书对美国反对奴隶制具有

深刻的政治意义，被林纾翻译后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

义起到了作用。林纾不仅把我国的翻译事业推到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林

纾翻译的小说让国人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激发

了读者的爱国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说当时在中

国的地位。

清末民初的科学翻译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高

潮”，给国人带来了新的观念，促进了我国各科学门类的

发展，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

对外国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翻译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通

过一些翻译活动，中国文化也在域外得到了传播。

２　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
民国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空前繁荣。“五四”时期是

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分水岭。“五四”以前，通过梁启超

和严复等翻译家的艰苦努力，介绍先进的西方思想、价值

观念和社会生活，使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中

国的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觉醒，同时新的知识分子被孕

育出来。“五四”以后，鲁迅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

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书籍，瞿秋白等革命前辈开始介

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西方各国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优

秀文学作品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翻译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有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我国翻译事

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鲁迅创作与翻译并重，是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

大翻译家［４］。他翻译过许多俄罗斯及苏联的著作，其中

最著名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里的《死魂灵》。鲁

迅在翻译《死魂灵》时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但在翻译过程

中对归化和异化形成了独特的看法，此后的翻译家称赞

他这部译作为“直译”的典范。鲁迅在翻译时以严格的标

准约束自己，带着高度的责任感，一丝不苟的处理译文。

他总是竭尽全力了解清楚了原文的意思才动笔翻译，从

不胡乱发挥。这种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为当

时的广大译者树立了榜样，狠狠打击了胡译、乱译等盛行

之风。他对翻译标准的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

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他针对有

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

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并不是“死译”。他主张

直译，一是为了使译文容易理解，二是为了保存原作的风

姿。鲁迅提出的“硬译”理论，为翻译评论家评论译作提

供了新的标准。

郭沫若以优美的译笔享誉海内外，对中国翻译事业

做出了巨大贡献［５］。他的重要译著有：《沫若译诗集》、德

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上、下卷，俄国屠格

涅夫的《新时代》、英国的《雪莱诗选》等等。郭沫若把翻

译视为向国人传播知识的途径，把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

推荐给中国读者。与鲁迅一样，他提倡严谨的翻译作风，

坚决反对“胡译”和“滥译”。郭沫若严肃认真的对待翻译

事业，认为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把握原文作者的情感，

认为译文和原文必须在意思上一直，但形式上不必拘泥

小节。郭沫若强调译者的责任心，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

选择材料，翻译过程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

还说道“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赐教，尽

量的琢磨。”

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中以俄苏文学的规

模最大［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大量翻译俄苏文

学作品。中国文化也一直吸引着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

列宁对中国及汉学研究十分重视。俄苏的汉学家全面研

究和翻译中国的诗作，包括古代诗歌，如诗经、楚辞、汉赋

和乐府，以及唐诗和“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诗歌。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学界提倡新思想、新文化。

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其文学艺术也空前繁荣。

中国学者、文学家肯定当时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中国的翻译家也对日本文学持肯定态度，大量翻译了日

本的文学作品［７］。

“五四”时期，英国文学翻译队伍也日益庞大，涌现出

一大批如卞之琳、杨宪益、张谷若等的杰出翻译家。这一

时期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有诗歌、戏剧、小说等，涉及的

作家主要有莎士比亚、雪莱、笛福、拜伦、萧伯纳、狄更斯、

哈代、勃朗特姐妹等，他们分属古典浪漫主义、批判现实

主义、唯美主义、象征派、意识流文学等流派［８］。

３　建国后的翻译活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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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事业也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翻译队伍

不断壮大，他们不仅能译出高质量的作品，而且总结出了

全面系统的翻译理论。但盲目地追求洋理论，忽略我国

翻译理论的优点，只会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因此，罗新

璋、刘宓庆和黄龙等人提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翻译

理论体系的设想［９］。２０世纪末，我国相继出版了黄龙的
《翻译学》、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

分）、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

史稿》等大部头成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至今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
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超

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所翻译的

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枝独秀”，而是军事、外交、科

技、社科、法律、贸易、文教、卫生等领域的“百花齐放”。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全球信息时代的来

临，交流知识和信息都离不开翻译。此外，这次翻译高潮

的出现又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的结果。中国要在经济、科学、技

术和文化等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

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

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活动都离不开翻

译。对翻译标准认识的日趋统一大力推动了我国的翻译

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２０年中，我国的翻译队伍积极响

应党的号召，通过严谨认真的翻译活动，与西方国家介绍

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

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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